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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 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显然,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一个重要方面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与此同时,党
的二十大报告擘画数字中国发展的新蓝图,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 但是,由于缺乏数字素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充分表达,老年群体面临“数字鸿沟”问题,这也成为社

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一道障碍,引起广泛关注。 为此,文章从老年人数字社会排斥的理论指向和现实问

题出发,在老年人现实生活经验与实践中分析社会排斥的根源,探讨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与

未来方向。 文章以 65 岁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对宁夏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四个社区的老年人居住家庭

和所属社区开展实地调查。 调查发现,以数字技术的变革为驱动的数字社会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改
变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模式,重建了人们的社会联结纽带。 这一点,在老年群体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
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数字鸿沟”限制,该群体受到了社会排斥。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转

型,需要全面理解老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就是全面数字化、数字平台化和智能化以及社会个体化的

现实。 剖析老年群体在结构性排斥的驱动下,经由主体建构与策略选择共同作用下“复合型排斥”的生

成机制。 基于此,应当从社会、社区与个体的多维融合视野出发,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完
善数字社会和数字中国的体制机制建设,完善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激
发银发活力,再造老年人的主体性来消解社会排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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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是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之后,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高度,对卫生健

康事业和国家公共安全工作作出的新论述和新定位。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战略,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这不仅对保障全体人民享有幸福安康

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解决“未备先老”和养老服务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与此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数字中国建设的新蓝图,指出要“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1] 。 值得

注意的是,随着过去数十年高歌猛进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发展,也出现了某些“失落”的群体。
由于缺乏数字素养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数字表达,老年群体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待弥

合的“数字鸿沟”,并成为治理现代化转型的一道障碍,引起广泛关注。 因此,在全面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学术界需要对老年人面临的数字社会问题,尤其是数字社会排斥

问题形成清晰的理论认知与实践方案。

二、学术梳理与研究设计

(一)学术动态

社会排斥概念最早出现在法国,聚焦于失业和贫穷所引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后果,以及

由此带来的社会联系不稳定性的增加和社会团结程度降低的现象。 此后,社会排斥作为政策话语

被引入欧盟政策文件,经过学术界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对概念的内涵、外延、维度进行修订

和完善,促进了社会排斥理论的操作性、应用性的深化和拓展,为住房、教育、健康和服务研究提供

了分析框架,使社会排斥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
1. 社会排斥的研究取向:结构排斥和心理排斥

社会排斥即无法有效地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被疏远甚至隔离至主流社会之外。 到

20 世纪中叶,在对“社会排斥”理论的批判和反思中,社会排斥研究进入成熟期,从社会排斥的发生

机制来看,逐渐形成了偏重外在的结构性排斥和偏重内在心理体验的心理排斥两大研究取向。
偏重外在结构性排斥的研究将产生社会排斥的根源视为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因素和基本矛盾的

产物,聚焦于对外在结构性排斥因素的界定和对可能导致社会排斥的社会情境和社会条件进行分

类。 这些研究基于对社会弱势群体境遇的考量,超越传统的贫困研究进而注重考察多层次的不利

条件如何使社会的边缘群体陷入缺乏维持最低标准生活的能力从而被排斥出主流社会[2] 。 在此基

础上,社会排斥不仅应该包括较低的物质手段,还应该包括不能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政治和文

化生活中,以及一些与主流社会存在距离和异化的特征[3] 。 可以发现,社会排斥不仅包含人的物质

需求,还深入到人的生理需求和社会参与的领域[4] 。 至此,外部社会情境和社会条件的判定标准经

过不断丰富和细化,分为经济维度、社会维度、政治维度、社区维度、个体维度、空间维度和群体维度

等几个方面[5] 。
结构性排斥聚焦于社会排斥发生的外部结构性情境,通常从社会结构、物质需求和社会参与等

角度出发,分析在具有“排斥”特征的客观结构性体系中的个体如何受到排斥。 研究者试图剥离社

703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30 卷第 3 期　 　 　

会排斥研究中的心理特征,将导致社会排斥的原因归结为客观的外部结构性因素。 因此,结构性排

斥既表现为排斥维度的不断细化和拓展,又表现为客观性和外部性。
与将社会结构视为排斥正当性来源的研究相比,关注主体内在心理过程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

重点和假设。 侧重于心理排斥的研究偏重主体内在的心理变化过程,关注特定情境下主体内在的

心理特征和心理状态。 当个体被某一社会团体或他人排斥或拒绝,个人的归属需求和关系需求受

到阻碍,就会对个体认知、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6] 。 也就是说,遭受排斥的个体在认知、情绪、行为、
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等方面都会受到很大影响[7-10] 。 而个体一旦受到排斥后会经历一个反应过程,
这又强化了个体对社会信息接纳的注意偏向[11] 。 面对这样的情况,受排斥者往往会采取不同的行

为模式应对社会排斥,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受到个体特征和环境因素的多重作用[12] 。 在此基础上,社
会排斥往往被认为是一种负面情境,导致人们在经济、管理、人际以及消费等领域内的行为决策偏

离社会规范[13] 。 事实上,更多的正念往往能够缓解被排斥者的拒绝敏感性,缓解被排斥者的痛苦,
促进良好沟通,减少排斥恶化的可能性[14] 。

上述视角凸显出主体内部的异质性和复杂性。 心理排斥突出表现为带有消极情绪色彩的认知

态度,并发展出负面的认知评价、情感体验和价值倾向。 具体来说,带有负面认知的心理排斥会在

社会行为中产生心理识别效应,并贯穿在个体的生活实践中,影响主体的情感认知、社会期望和行

为方式。 也就是说,个体行动者的心理感受和认知不仅会受到外在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且,个体

受不同因素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有相异之处。 因此,对于社会排斥的不同理解也带来了研究重点

的变化,研究者更加关注主体内部应对多重结构性排斥的个体策略。
2. 社会排斥理论的演进

作为社会排斥的两个研究取向,结构排斥和心理排斥是相互关联的。 既有对社会排斥理论的

研究成果主要有静态—动态过程论和排斥—被排斥并存论两个方面。
(1)静态—动态过程论。 社会排斥从聚焦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拓展至多维度多面向、内涵丰富

的理论关怀,建构出在排斥结果层面具有积累与循环效应的过程性概念。 最初,英国“社会排斥办

公室”认为社会排斥是受到失业、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健康受损甚至家庭破裂等相关问

题交替影响的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排斥被确定为已经存在的社会现象,具备静态属性。
但是,这也相对忽略了动态化、过程性视角解释排斥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就是一些个体或群体在获

取特定资源的过程中被排斥,也可以表现为一些个体或群体在特定阶层地位或成员身份的获取过

程中被排斥[15] 。 另外,社会排斥的不同面向之间经过“复合”与“叠加”,会产生更多维度的排斥。
由此可见,聚焦“贫困”的社会排斥着眼于对现象进行静态的描述,而之后的发展则着重对现象的形

成与持续过程进行动态的跟踪[16] 。 这表明,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强调是“谁”通过怎样的

制度过程将他人排斥出一定的社会领域,重在揭示其中的价值和过程[17] 。
(2)排斥—被排斥并存论。 社会排斥的“施动者”是实施排斥的主体,“受动者”是受到排斥的

主体。 作为排斥过程中的“受动者”往往呈现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或者属性,以及某种特定的心理

需求的人群。 而社会排斥的“施动者”往往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是经过排斥的过程与结果共同建构

出来的。 即使在建构的过程中,也很难将排斥的“施动者”具象化为某个特定的主体,而是操作化为

特定的“抽象主体”进行替代。 在此基础上,将实施社会排斥的主体即“施动者”以及受到排斥者即

“受动者”共同纳入,在多元主体中分析社会排斥的动力机制[18] 。 除此之外,施动者与受动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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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因此,社会排斥理论是建基于“施动者”与“受动者”并存的基础上,聚焦二

者的互动过程如何对社会排斥的总量进行调节。
3. 社会排斥的具化:以“老年社会排斥”为重要解释工具

既有研究所形成的共识是基于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

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19] 。 因此,源于对“社会不幸”弱势群体的多重不利遭遇的

关注是社会排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既有研究丰富了我们对于社会排斥的认识,但是对

于多重社会排斥的动态转化和主体策略关注不够。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研究秉持二元对立的

理论进路。 在上述观点看来,有关社会排斥的研究强调社会排斥生成过程中的国家本位、社会本位

对弱势群体的排斥与挤压,这自然为理解社会排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但也预设了国家、社会

对弱势群体“控制”的二元对立模式,将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作为相互排斥、非此即彼和二元对立

的两端,认为国家转型和社会发展必然会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在现代化进程和城市化建

设中必然带来弱势群体的“社会不幸”。 (2)偏重主体内在心理变化的研究者往往强调社会排斥给

个体带来消极的影响和负面的认知,忽视了积极影响和正向认知,遮蔽了主体认知的丰富性以及由

此引发的行动策略的多样性。 (3)相对忽视宏观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动,客观社会情境与主观能

动视角之间的互动关系。 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探究社会排斥机制的学者,会相对忽视个体行动者的

主观认知和内隐期待,以及个体的主观建构与行动策略如何对社会排斥的生成产生具体作用。 基

于此,本文将从过程性与互动性两个维度对老年人展开社会排斥视角的分析。 与之相应,兼具宏观

社会结构与微观个体行动、客观社会情境与主观能动性,视国家、社会和个人为一体,成为打破二元

对立,补充排斥过程静态化处理与模式化认知等不足的可能性进路。
至此,受既有研究启发,本研究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对老年人居住家庭和所属社

区开展实地调查,围绕老年人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的接入和使用情况,试图呈现老年群体所处的时

代境遇,并据此进一步理解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老年人的生活实践和数字技术应用的

日常面貌。 笔者认为,探索老年人的社会排斥问题不能仅关注老年人数字技术的使用情况,而是要

将其纳入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进行考量,进而形成全面、客观、清晰的认知。 基于此,通
过对社会排斥的“施动者”和“受动者”这两类主体的行为逻辑进行考察,引入社会结构层次与个体

认知层次的交互性视角,既展示老年人作为数字时代
 

“弱势群体”的转型遭遇与时代命运,又刻画

在各种境遇和排斥中表现出“柔而不弱”的强大适应能力和灵活应对外部环境的“韧性”品格,探究

数字社会背景下老年群体社会排斥生成的复杂性和因果机制,为消解社会排斥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基于对数以亿计的老年群体在“数字社会、数字中

国”建设浪潮中遭遇的现实问题和时代关怀,本研究选取宁夏银川市和石嘴山市的四个社区开展为

期 15 天的实地调研。 这次调研主要集中在银川市 X 区和石嘴山市 D 区的四个社区,主要采取参与

式观察、社区比较和深度访谈的方式展开。 参与式观察主要以老年人居住社区为主,地点涉及社区

活动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深度访谈的对象包括老年人和社区工作者。 本研究在参与观察期间

访谈了 5 位社区工作者,并对每一位社区工作者进行了 20 ~ 60 分钟的深度访谈。 更重要的访谈对

象是老年人。 因老年人年龄、健康状况和语言表达能力存在差别,因此每次访谈时间在 30 ~ 100 分

钟之间,访谈时长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沟通和表达能力决定。 访谈地点为老年人的家中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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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心的独立房间,访谈内容围绕老年人的数字技术和媒介使用情况、存在问题、使用效果以及

日常生活安排等内容进行。 本研究共对 20 位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并编号,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 1 ∶
1. 5,调查对象年龄在 65~ 78 岁之间,所有调查对象均已退休。

选择银川市 X 区和石嘴山市 D 区调查的原因是两地社区中居住的老年人数量较多且居住较为

集中。 D 区是传统工业城市,也是大型国有煤炭企业所在地和退休工人居住地,因此,具有“工人”
背景的退休老年人能够代表多数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样态。 X 区的两个社区均为老旧社区,
其中居住的老年人多为空巢、独居以及丧偶的老年人,这些老年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问题和困难。 鉴

于此,本研究选取上述具有代表性的四个社区作为调研地点。

三、老年群体数字社会排斥的演进形态

(一)数字社会的整体特征:技术力量与个体化的交织共存

对于嵌入特定社会中的个体而言,老年人的生活状态、日常安排、转型遭遇与困境是同置身于

其中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的。 理解当前数字社会的存在形态与转型特征,有助于深化对嵌入数字

社会中的老年群像的认识和理解。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迁,迈入

了以全面数字化、数字平台化、智能化以及社会个体化为特征的“数字社会”。 可以说,全面数字化、
数字技术平台化、智能化以及社会个体化成为理解当前数字技术迭代背景下老年人的“数字化生

存”现状以及如何延续老年人社会生命的起点和切入点。
第一,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持续转型,“全面数字化”成为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突

出特征之一。 “全面数字化”是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推动力和“由外及内”的社会转型“倒逼

力”等多重因素形塑下和合共生的。 (1)这股“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建设浪潮和数字发展战略依赖

于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的落地推进和数字用户的在地化实践。 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方

案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

变革[20] 。 各省份也进一步推动落实数字政府建设,着力打造各具特色的数字平台。 与此同时,数字

用户亦深度卷入这场数字化浪潮,成为数字时代的“弄潮儿”。 正因为如此,在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和

推动下,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通过广泛嵌入公共服务领域,深度融

合数字用户,一个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全面数字化”格局已然形成。 (2)这场“由外及内”的

数字化转型是应对不确定性发展和抵御社会风险的内生动力,也是应对外部挑战形成的自我革新

能力。 尤其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为了形成科学有效、及时联动的基层治理合力,“行程码” “健康

码”“团购平台”等多种数字化便民服务平台应运而生,不仅有效缓解了基层治理负担,进一步提升

了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和有效性,还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正

因如此,在“全面数字化”的背景下,数字技术的“接入沟”不断缩小,其覆盖面正不断扩大。
第二,在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进程中,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发展的新形势下,“平台支撑”“智能主导”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特征日益明显。 数字技术赖以

存续的平台以特定的系统作为支撑,以技术为纽带连接个体与平台,以智能化为主导链接公共基础

设施,以此打造线上线下、在场缺场的双向互动关系,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和高质

量发展。 然而,由于数字平台的内嵌系统呈现出固定性和程式化的运行特征,存在数字技术升级的

“滞后性”和跨平台运行的“封闭性”问题。 故此,数字技术平台无法及时满足并服务于数字用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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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价值诉求和现实需要。 与此同时,在技术理性逻辑的支配下,受监控的数字用户对平台产生

深度依赖,甚至出现“数字成瘾”现象。 由此可见,数字平台既发挥了吸纳社会资本、整合社会资源、
统合社会运行秩序的功能,又无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分化、人群分化、素养分化乃至思想观念分化的

导火索。 因此,在实现了数字平台可用、会用的基础上,如何使用数字平台呈现因人而异、因“素养”
而异的趋势。

第三,浸润于市场经济意识、成长于技术理性逻辑支配下的中青年一代,其社会生活呈现出“个

体化”的特征。 可以认为,这是在数字技术的转型升级驱动下持续重塑个体的价值观念,改变主体

的态度和行为模式,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纽带。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中青年一代越来

越重视“为自己而活”,重视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和实现个体的权利,形成了“以己为重” “重权利

而轻义务”,重“法理”而轻“情谊”的社会心态和行动秩序。 因此,在以个体为重的社会中人们主张

自我权利、实现自我价值,强调对自身权益的追求,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社会主体对他人、对集体

的义务,弱化了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意识和责任。 同时,家庭转型也进一步深化,中国家庭不断小

型化、核心化,形成了以父母—子女为主轴的核心家庭。 由此可见,独立居住已成为老年人的主要

居住形态。
总之,全面理解数字时代老年人的社会排斥问题,就需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从老年群体的生

活经验中来,到生活实践中去,正视全面数字化、数字技术平台化、智能化和个体化的社会现实,才
能对老年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全面的认知和清晰的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数字社会的时代特

征、运行逻辑和发展趋势决定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和社会排斥机制。
(二)外部社会排斥:结构因素的过程性表达

随着全面数字化格局的形成和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对社会主体的数字素养以及整合、应用数

字平台资源的能力要求逐步提高,造成老年人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 在

此过程中,结构性排斥和挤压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隐性排斥;二是居住社

区层面的排斥;三是老年人自我和家庭层面的排斥。
第一,社会政策排斥:政策制定的隐性表达与执行异化。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老

年群体受到政策制定的“隐性化”排斥与政策执行僵化、思维固化的影响。 近年来,国家对数字社

会、数字中国建设非常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予以支持。 在此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在

地化实践推进数字社会建设落地,通过整合已有社会资源和创新数字技术应用模式,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等方式有效地引领和促进了数字社会建设的繁荣与发展。 但是,部分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和

广泛多元、复杂互异的需求未能及时纳入整体考量,进而被“隐性化”地排除在社会发展和建设总体

目标之外。 与此同时,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构成,也是国家治理的一环[21] 。 笔者注意到,在
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里,基层治理主体形成了政策执行僵化和思维固化的价值倾向,以及偏重于

“工具理性”的行为逻辑。 一方面,在发展主义的压力传导下,为了落实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积
极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主体和政策执行者会高度依赖国家制度和政策文本进行对标

对准,通过简约、高效率的执行理念和标准化、格式化的实践方式完成建设目标,“生硬”地理解国家

政策,机械地执行政策,往往缺乏行动自主性和弹性空间,产生思维固化和行动僵化的问题;另一方

面,基层治理主体和政策执行者相对固化的“工具理性”的行为逻辑挤压了“价值理性”的实际诉求。
换句话说,基层工作主要是“群众工作”,是对“人”的工作[22] ,如果仅仅依赖于理性化的程序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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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忽视基层社会中多元主体的复杂性现实和异质性需求,就难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达成共识与

合作,无法赢得“民心”,进而引发“形式主义”问题,并对弱势群体产生社会排斥。
 

第二,居住社区排斥:多任务格局的内在张力与社区联结的弱化。 社区排斥是在社区工作的

“忽视”和同辈群体的“无助”交替作用下形成的。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轨迹是围绕居住社区展开的,
他们栖身在家庭内,活动于家庭外,流动于城乡社区间。 因此,城乡社区空间是老年群体日常生活

里必不可少的地点要素。 然而,伴随着资源下乡、规则下乡、监督下乡、任务下乡政策的不断落实,
基层出现了“多工作任务格局”,但是基层的人财物权等资源却没有显著改善,这就会造成多工作任

务格局与短缺资源间的张力[23] 。 也就是说,社区在面对多项工作任务时,只能将有限的人力、财力、
物力等资源集中于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多项工作任务和应对突发临时性工作,最大限度地平衡常

规工作和非常规工作,这就造成了中心工作体系与多常规工作任务的内在张力。 因此,在日常工作

中基层社区就会相对“忽视”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和数字素养提升工作。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本研究

所在社区中,多数老年人表示尚未在社区参加过相关培训。 个别社区曾经尝试委托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为老年人开展培训,但是由于老年人“学完就忘、沟通不畅、效果不佳”等原因导致培训搁置。
相较于社区的“忽视”,老年群体社会交往的匮乏和集体意识的弱化缔结了更为松散的社区联

结和情感纽带,难以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体文化,这就造成他们在面对困难时无法获得同辈群体的

帮助。 事实上,在陌生人社会中,为了应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挑战,延续家庭发展目标,老年群体只

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一系列妥协与自我调适,有意识地减少社区层面的人际交往,无暇维系邻

里人情和参与社区活动,进而削弱了社区集体行动的基础,由此无法形成深具集体意识的情感支撑

和共同体文化。 在此基础上,老年人重构并再现对在地社区生活的理解与想象,建构出城市社区空

间中独特的生活图景。 笔者调研发现,多数老年人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拉家常”,沉默寡言中“晒

太阳、看孙子”,精力充足时“赏风景、下盘棋、跳个舞”,而传统邻里人情往来、习俗礼仪逐渐淡出城

市社区的生活空间。 对于老年人而言,融入数字社会既需要学习探索、反复琢磨,也是一种无形的

压力和困扰。 他们既无法从在地社区中获得支持,又难以在同辈群体中形成集体认同和归属感,进
而在双重排斥中处于边缘弱势地位。

第三,自我排斥:从日常生活到家庭规划。 自我排斥是以个人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为依

托,以家庭为中心安排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24] 。
首先,老年人的日常时间安排和生活轨迹依赖于自身的健康状况和经济收入水平。 一方面,对

于多数老年人而言,老年时期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挑战是在身体自然衰老过程中出现的功能性

障碍和认知能力下降形成的自我排斥,进而造成视力模糊弱化“识屏能力”,听觉功能下降形成人际

沟通障碍,记忆力衰退削弱数字素养的能力基础。 因此,功能性障碍和认知能力的下降所造成的是

永久存续、不可逆转的身体损伤。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老年人遭遇剧烈生活变动和重要事件冲击

时会产生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认同危机。 尤其是失独、丧偶、残疾和身患重病的老年人

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逐渐封闭日常生活空间,缩小社交渠道,日渐成为社会边缘群体。 可见,身体

功能性障碍和认知能力下降形成的自我排斥从根本上降低了老年群体的数字接入机会,是诱发社

会排斥的根源之一。 另一方面,受较低经济收入水平影响和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老年人,出于勤俭

节约的理性考量自觉减少外出,主动回避需要使用数字媒介的公共场所,进而失去融入数字社会的

主动性和能动性。 一般来说,老年人经济收入主要是退休工资或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无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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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经济收入来源单一,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以笔者调研的 D 区为例,如果退休前是工人,工龄

达 30 年的老年人月收入为 3
 

000 元,基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而对于无退休工资的老年人来

说,其固定收入为当地政府给付的每人每月 600 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远未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除此之外,老年人因患各类急慢性病,还要承担额外的医疗费用。 因此,在进行个体生活方式选择

时,囿于有限的收入和高额的支出,他们的生活经验是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维持“低消费”甚至“零

消费”的生活状态。 由此可见,融入数字社会的需求退居次席,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附属物。
其次,老年群体的日常时间安排和生活实践完全嵌入于整体的家庭规划,通过无限延长自我的

人生任务链条,以子代家庭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操心操劳”过日子并践行“自养”。 一方面,老年人

进入子代为主轴联动的“权变型家庭”实现成员与代际之间的互相支持[25] 。 这正是出于照料孙辈、
培育出精英化的第三代,契合教育“内卷化”的实际需求,构成下行式家庭主义[26] 的缩影。 鉴于此,
老年人只有通过挤占个人时间和持续透支自我的精力、体力和耐力,压缩物质生活和精神慰藉的需

要才能满足子代家庭发展的优先性。 同时,“权变型家庭”的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更依赖子代。
以笔者调研的老年人为例,有关线上挂号、出行、购物等事宜,老年人往往会以子女“代办”为由有意

降低使用频率。 经验材料显示,老年人不仅享有有限的“孝养回馈”,也失去了融入数字社会的内生

动力。 因此,老年人通过主动剥夺自我和抑制自我需求而在家庭资源分配、家庭权力配置以及伦理

价值实现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边缘和依附的状态[27] 。 另一方面,老年人在完成照护抚育任务之

后,又会选择主动退出“权变型家庭”减轻子代的生活压力和生活负担。 在下行式家庭主义背景下,
老年人始终秉持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将子代对父代有限的孝养回馈正当化,延续整个家庭发展目

标的合法性与一致性。 以调研社区为例,类似“尽量不打扰年轻人、子女都很忙也很辛苦、不给子女

添麻烦,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年轻人最大的支持”这样的表述经常出现。 由此可见,融入数字社会

既需要一定的时间作为支撑,又需要付出金钱、投入精力,还要在碰到棘手的问题时能够及时有效

地向家庭成员寻求支持和帮助。 然而,上述对于时间被“挤满” “操心又操劳”的老年人来说是不切

实际的。 特别是对于独自居住的老年人来说更不会因为“这样一点小事打扰子女,毕竟他们都很

忙、也很辛苦”。 总之,融入数字社会是“一件麻烦事”,需要在付出时间和精力的同时直面“一学就

忘、囫囵吞枣”的难题,克服畏难情绪和“怎么都学不懂”的心理。 在此情况下,深度嵌入子代家庭再

生产的老年群体的数字排斥感被强化,提升数字素养的需求进一步被转移至家庭外。
(三)内在社会排斥:主体认知与自我建构

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老年人被标签化为“脆弱、保守和缺乏活力”的群体。 事实

上,在融入数字社会的过程中,老年人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到外部强加的社会排斥,同时,还要经由主

体的心理认知与自我调适建构出来。 老年主体通过自我建构形成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对社会排

斥的总量进行削减。
第一,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数字社会的转型,老年主体面临共享价值观的断裂和消费主义鸿沟

日益凸显,进而采取积极抵抗策略重新建立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有意识地主动将自我排除在数字

社会之外。 (1)老年群体所秉持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与数字社会中主流、大众化的数字文化环境之

间交织着矛盾与冲突。 主流数字平台营造的文化环境弥漫着时尚前沿、嘈杂混乱与恶意搞笑,老年

人的文化视角和价值理念是相对匮乏的。 类似“乱七八糟、无聊、没意思、虚多实少、低俗、恶搞”这

样的表述体现出老年人对数字文化的理解诠释与负面认知,进而采取主动“疏离”的策略。 而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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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一旦形成就会固化下来,短时间内难以改变。 (2)数字技术、数字经济赋能新型数字消费景观,
为数字生活带来了新体验,进一步释放了大众消费潜力和活力。 但是,数字消费也呈现出了消费心

理、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的代际差异。 与年轻一代对新型数字消费的推崇和狂热相比,老年群体依

旧维持着心理惯性强、价格敏感度高以及注重实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 在调研社区中,一些老

年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消费行为和惯性化的消费模式。 这主要体现在老年人的购买方式、使用方

式和对商品、品牌的认知等。 例如,他们在消费前往往要“货比三家”,购买时会选择“物美价廉”的

商品,使用中常常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除了消费行为具有特定偏好之外,老年人消费还表现

出消费心理稳定性高,注重实际的特征。 他们的消费动机往往出于安全可靠、方便实用、经济实惠

的考量。 正如一位老年人所说:“还是在店里买东西心里踏实一些,网上的东西看不到摸不着的,好
不好、适不适合咱们也不清楚,不合适了也不好换。 店里可以仔细挑选,讲讲价,不合适的话还可以

换。”因此,通过保留传统的文化观念,维持相对稳定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模式,老年人将个人自主性

与积极抵抗数字消费策略紧密联系起来,并构成了主动疏离数字社会,削减排斥总量的主要途径

之一。
第二,与积极疏离数字社会的行动策略不同,一些老年人主动预判数字技术的安全风险和隐

患,并通过调节使用时长,调整使用内容和设置支付上限的方式强化主体对数字平台的控制感,主
动融入数字社会。 同时,他们还挪用个人的数字媒介使用经验,重新阐释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运

用。 在笔者调研的社区中,一些老年人对数字技术给予正面评价,认为确实给日常生活和出行带来

了很多方便,“很喜欢也想继续用下去”。 在此过程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 受

积极认知观念调节的老年人采取“主动学习、慢慢摸索、逐步深入”的行为逻辑和行动策略。 为了应

对潜在的数字风险,老年人在探索中不断进行调整与适应,比如“自己更加小心、更有选择性地使用

数字服务,设置支付密码和单笔支付上限,规避免密支付功能”等。 另外,线上购物时,他们先尝试

购买低额度小物件商品,在熟悉购买流程和网络环境的基础上,积累一定经验后再逐步扩大线上消

费范围并拓展购买渠道。 显然,主动预判风险并据此调整行动策略为老年人带来的观念变迁和生

活方式的转变也是降低数字社会排斥总量的重要途径。
总之,老年人并非完全被动地受到数字社会排斥,还要通过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重建认知,并

内化为个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调节社会排斥的总量。 是从数字社会中

抽离,还是主动融入数字社会,老年人在生活实践和行为逻辑中存在明显的差异。 这一点深刻反映

在他们的认知、意识和相应的行动策略中,他们可能从数字社会退回家庭或社区生活,或者反过来

再度嵌入数字社会。 这无疑彰显着老年群体力图在人生的晚年阶段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回应

数字社会带来的风险挑战。

四、数字社会排斥的消解

回顾数字社会排斥问题,可以发现不仅关乎老年人自身的数字能力,还涉及政策制定与执行、
社区服务、家庭发展与主体认知多个层次,从根本上反映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

问题。 鉴于此,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从老年主体的生活实践出发,推进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与之相对,消解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为支撑,以改善社

区环境为切入点,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激发“银发活力”,使老年人既能共享数字红

413



徐文洋,等　 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会排斥与消解

利,又能融入数字社会。
(一)从治理主体来看,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完善数字社会和数字中国的体

制机制建设,促进数字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

重点是从健全数字社会制度保障体系、完善政府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从根本上发挥基层治

理主体的自主性、灵活性和统合能力,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对此,国家和地方政府先后做出

了一些制度回应。 例如,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要从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涉及出行、就医、消费、文娱、办事等 7 类高频事项和服务场景

出发解决好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为老年人打造“兜住底、能兼容”的总体制度保障[28] 。 2022 年国家

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则明确提出,要以“伦理先行”贯穿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提升

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有效防控科技伦理风险,不断推动科技向善、造福人类[29] 。 除了国家不断完善

制度建设以外,各地区也作出了积极回应。 宁夏出台举措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健康码”不

作为唯一通行凭证,同时增设“一键叫车”等功能。 从上述政策文件中不难发现,国家的制度建设和

地方政府的实践响应都表明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消解社会排斥对于健全数字社会治理体

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完善政府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机制,打破政府部门间的壁垒,解决政府部

门间和“窗口单位”的多头治理、分散治理和交叉治理的困境,整合分散性制度体系和服务平台,充
分发挥基层治理主体的统合能力。 在数字时代,治理主体既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基层治理的

精细化程度和智慧化水平,又要保留传统的接入方式和服务方式,不断满足和回应不同主体的多元

化诉求,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连通,在场缺场多元互补和相互嵌入,并以

此撬动基层治理主体的能力和潜力。 另外,还要充分发挥基层治理主体的“主动性”和“灵活性”。
基层工作复杂多变、牵扯面广、综合性强,涉及多方联动、多头参与。 而基层事务的治理不仅涉及事

务本身,还具有拓展性和延伸性,能牵扯到更广阔、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情感关系等社会关

系[30] 。 因此,要为基层治理主体赋能增效,切实发挥基层治理的主体作用和能动作用,并据此提升

解决问题的组织能力,协调处理事务的统合能力,实现基层工作“情、理、法”深度融合的治理路径和

治理效能。 总之,从治理主体来看,需要以完善数字社会的体制机制建设为主体,以提升基层治理

主体的主动性、灵活性和统合能力为两翼,以“一体两翼”为依托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
(二)社区是连接国家行政体系和服务居民的关键中介,要不断加强社区组织化建设,培育和发

展社区内生性组织,营造社区公共空间,促进社区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社区要切实履行宣传引导和组织动员的职责,营造良好的社区氛围,打造社区公共空间,
将老年人的需求转化为互动交往的动力,建立起以信任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网络,使老年人之间、老
年人与社区之间形成紧密联结与良性互动的社区共同体,促进社区公共精神的生成。 也就是说,要
以“数字建设”为契机,针对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休闲需求和自治需求营造社区交往空间、情感归属

空间和利益表达空间,提高社区认同感。 在此基础上,社区还可以通过聘请专业人员、志愿者和社

区工作者相结合的方式定期开展数字技术培训,针对老年人的身心特征和个性化需求,以及存在的

普遍问题和特殊情况合理安排学习任务,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
第二,社区要培育和发展内生性组织,通过“以点带面”“以帮促学”的方式实现社区居民团结互

助、信任合作,加强社区居民自治。 社区内生性组织是延续和发展社区共同体的核心和关键要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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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政策支持、社会组织介入和社区“能人”“强人”帮扶等多渠道将社区内具有相同兴趣爱好、
相似行动偏好的居民组织和凝聚起来,共同参与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31] ,培育居民的公共意识,强
化集体行动能力,缔结社区居民间团结互助的情感联结和情感纽带,提高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能

力,使社区成为老年人生活、休闲、互动、融入与自治的重要空间。 总之,要通过搭建平台、连接资

源、培育意识、强化合作的方式激发社区公共精神,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
(三)从老年人自身来看,要激发“银发活力”,再造老年人的主体性

第一,通过织密织牢“数字安全网”增强老年人的网络安全感和数字信任感,培养积极乐观的心

态,重塑对数字社会的安全感和认同感。 同时,还要关注老年人的主观感受,关键之处在于激活老

年人内在精神动力,让老年人切身感受并体验数字技术为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重新建立对数字技术

和数字媒介的正向认知和积极态度,增强融入数字社会的信心和动力。
第二,关注数字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融合,重建数字技术与人文传统的内在统一和相互嵌合,从

而减少“算力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和由数字技术高度发展引起的人文失落和价值盲区[32] 。 换言

之,通过构建老年群体与数字媒介之间共享的价值观念,将老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与价值诉求纳入数

字平台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着力打造老年人喜闻乐见的精品文化和数字文化的主阵地,吸
引老年人主动融入数字社会,重构“老龄文化”与数字平台的多元互动与有机融合,推动数字社会文

化向多元化、兼容性与适老化转型。

五、余论

在中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道路上,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尤其是在老龄化问题愈加凸显的情

况下,老年人不能也不应该成为被数字社会排斥的“失落”群体。 为此,本文从数字社会排斥的理论

指向和现实问题出发,在老年人现实生活经验与实践中分析社会排斥的根源,进而探讨社会治理现

代化转型的可能路径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除本文研究对象外,也有一些老年人并未经历明显的社会排斥过

程,尤其是自我适应能力、学习能力较强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年人,或者退休前已经接触并使用

过数字媒介和数字技术的老年人,陷入社会排斥的可能性较低;(2)本文虽较为丰富地呈现了宏观

结构性排斥过程,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社会排斥个案的完整叙事,对老年人的自我建构和应对策

略呈现不足;(3)本文缺乏对不同个体、地域甚至城乡对比分析,尤其是对如何完善数字社会治理体

系,如何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创新,如何从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寻找组织资源,通过制度建设和组织

逻辑方式激活社会发展要素,实现社区的再组织化,尚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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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mphasizes
 

that
 

􀆵people􀆶 s
 

health
 

is
 

a
 

key
 

indicator
 

of
 

a
 

prosperous
 

nation
 

and
 

a
 

strong
 

country.
 

We
 

must
 

give
 

strategic
 

priority
 

to
 

ensuring
 

the
 

people􀆶 s
 

health
 

and
 

improve
 

policies
 

on
 

promoting
 

public
 

health  
 

to
 

􀆵advance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Obvious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implementing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aging
 

population
 

strategy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basic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all
 

elderly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lined
 

a
 

new
 

bluepr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hina 
 

proposing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and
 

sufficient
 

expression
 

of
 

daily
 

life
 

practices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the
 

􀆵digital
 

divide  
 

which
 

has
 

also
 

become
 

an
 

obstacle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heoretical
 

direction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digital
 

society 
 

analyzes
 

the
 

root
 

causes
 

of
 

social
 

exclusion
 

in
 

the
 

real
 

lif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f
 

the
 

elderly 
 

and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takes
 

elderly
 

people
 

aged
 

65
 

and
 

above
 

as
 

the
 

survey
 

subjects 
 

and
 

conducts
 

on-site
 

investigations
 

on
 

the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of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four
 

communities
 

in
 

Yinchuan
 

City
 

and
 

Shizuishan
 

City
 

in
 

Ningxia.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digital
 

society
 

driven
 

by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reshaped
 

people􀆶 s
 

values 
 

changed
 

their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rebuilt
 

people􀆶 s
 

social
 

connections.
 

This
 

is
 

more
 

evident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into
 

the
 

digital
 

society 
 

this
 

group
 

has
 

been
 

socially
 

excluded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 digital
 

divide  .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t
 

is
 

necessary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elderly
 

live 
 

that
 

is 
 

the
 

reality
 

of
 

comprehensive
 

digitization 
 

digital
 

platformization
 

and
 

intelligentialize
 

as
 

well
 

as
 

social
 

individualization.
 

Analyz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 composite
 

rejection 
 

in
 

the
 

elderly
 

population
 

driven
 

by
 

structural
 

rejection 
 

through
 

the
 

joint
 

action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strategy
 

selection.
 

Based
 

on
 

this 
 

we
 

should
 

start
 

from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perspective
 

of
 

society 
 

community 
 

and
 

individuals 
 

always
 

uphold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digital
 

China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mechanism
 

among
 

variou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trengthe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stimulate
 

silver
 

vitality 
 

and
 

rebuil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elderly
 

to
 

eliminate
 

social
 

exclusion
 

and
 

meet
 

the
 

people􀆶 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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